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5, 14(4), 12-1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24   

文章引用: 张鑫瑶. 墨子“十论”中的以民为本思想[J]. 哲学进展, 2025, 14(4): 12-18.  
DOI: 10.12677/acpp.2025.144124 

 
 

墨子“十论”中的以民为本思想 

张鑫瑶 

锦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7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18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31日 

 
 

 
摘  要 

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墨子，立足于“兴天下之大利”的宏愿，提出以民为本思想。墨子

以民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墨子“十论”中，其中“兼爱”“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尚贤”和“尚

同”是“兼爱”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延伸与实践，“节用”“节葬”“非乐”是统治者在实现“兼

爱”这一社会理想状态时必然实施的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天志”“明鬼”“非命”是实行“兼爱”

提供的终极保障。墨子以民为本思想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底层民众诉求的集中体现，又是现代社会治理和

价值观构建的重要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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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zi,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social activist in the pre-Qin period, based on the grand vision of 
“promoting the great benefit of the worl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Mozi’s 
people-oriented ideolog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Ten Discussions”, among which “universal love” 
and “non-aggression” are the core of Mozi’s ideology, “valuing virtue” and “valuing unity” are further 
extens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versal love” ideolog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frugality”, “frugality”, 
“non happiness” are policies that the rulers must implement to develop production when realizing 
the ideal state of “universal love” in society, and “Tianzhi”, “Minggui”, and “non-destiny” are the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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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ate guarantees provid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love”. Mozi’s people-oriented ide-
ology is not onl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demands of the lower class people in ancient Chi-
nese socie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deas for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and value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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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墨子的以民为本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价值观，“尚贤”、

“尚同”等政治主张为具体内容，“节用”、“节葬”、“非乐”等经济观点和“天志”、“明鬼”、“非

命”等伦理观点为补充和支撑，彰显了以民为本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墨子“十论”从各个角度

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维护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渴望达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

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理想社会[1]。 

2. “兼爱”“非攻”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讲，《墨子》中的“非攻”“尚贤”等理念，皆以

“兼爱”为基石，正是因为墨子秉持着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无分贵贱的关怀与重视，《墨子》里的其他政

治思想才得以衍生和发展。 
在墨子所处的时代，社会等级森严，贵族高高在上，肆意欺压百姓，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歧视与不平

等。因而，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相爱”倡导以一视同仁的爱来对待所有人，与

孔子的“任者人也，亲亲为大”，由“爱亲”到“爱人”最终达到“泛爱众”目的的仁爱思想相比，墨子

的“兼爱”思想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兼爱”思想倡导“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不仅限于个人情

感上的“小爱”，更包含了社会成员之间“大爱”，即“为彼犹为己也”，实行“兼爱”既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他人。这种超越个人和家庭局限的爱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让每一个人都能感

受到被尊重、被关怀，体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珍视，这正是以民为本的基础。“兼相爱”体现在具体

行动中，即“交相利”。这里的“交相”指的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利”则主要指的是物质财富以及由

此带来的好处或益处。墨子认为“利人则为，不利人则止”，利人即是利己，损人即是损己。利益的争夺

往往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人们只有认识到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当每个人

都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积极给予帮助时，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民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

加美好，这无疑是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核心内涵。因此，墨子认为当人们都能做

到兼爱，社会上就不会有恃强凌弱、以富欺贫的现象，人们彼此尊重、相互扶持，在进行利益交往时遵

循合作共赢，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实现生活富裕。这样的社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正是

墨子以民为本思想所追求的目标。 
如果说“兼爱”思想是墨子解决国内矛盾的方式，那“非攻”无疑就是墨子解决当时“国际矛盾”的

方式。墨子的“兼爱”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和帮助，这种平等互爱的实现需要一个没有战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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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社会动荡的和平环境，然而在当时诸侯纷争的年代，社会秩序混乱，难以践行兼爱理念，对此，墨

子提出“非攻”思想。墨子深刻剖析战争的本质，指出侵略者发动战争时，必然会“厚作敛于百姓，暴夺

民衣食之财”[2]。百姓在这种情况下，陷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困境，这正是墨子最为忧

心之处。所以在墨子看来，无论是侵略国家还是被侵略的国家，遭受不利的都是人民。战争不仅破坏人

与人之间本应和谐的伦理关系，更致使无数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失去生命，或是因流离失所而饱尝苦难。

因而墨子坚决反对那些为了争夺利益、满足私欲而发动的不义之战，大力倡导“非攻”思想。这一主张

完全是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旨在捍卫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民众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

遏制当时愈演愈烈的侵略战争以及个体间毫无缘由的伤害行为。墨子提出“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

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3]，明确指出各诸侯国若想获得安定、有所收获，就必须反对

攻战，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诸如外交谈判、经济制裁等，同样能够达到解决纠纷、维护国家利益的目

的。墨子的“非攻”思想，虽然在道义上具有感召力，但各诸侯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

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被统治者接受，因而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悖。但是，墨子的非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

意义，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战争的盲目崇拜，强调统治者应关注民生，反对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

而发动战争，充分体现了墨子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对后世追求和平的理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 “尚贤”“尚同”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尚贤”和“尚同”思想是墨子民本思想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尚贤”为“尚

同”提供了贤能的领导核心，确保统一的正确方向；“尚同”则为“尚贤”创造了良好的施行环境，让贤

能者的政令得以有效推行，共同铸就了墨子理想中的民本政治蓝图。 
“兼爱非攻”伦理思想的实施需要有效的政治制度，通过“尚贤”思想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可

以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加公正，从而推动“兼爱非攻”思想的实践，因而，墨子的“尚贤”思想同样是

对以民为本思想的有力彰显。墨子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4]，在用

人选人上，主张选举贤才之人，即道德、才能和学识三者缺一不可。墨子倡导任人唯贤、唯德，反对任人

唯亲，主张“列德而尚贤”，不因“面目姣好而使之”，即使是出身贵族，倘若无德无才，也绝不能被任

用。此外，墨子将“尚贤”的范围扩大到“农工商”阶层，平民阶层皆可以改变社会地位平等参与政治，

“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5]。墨子如此主张“尚贤”

是因为“政之本也”，即推崇贤能的人是为政的根本，因而，“尚贤”思想的出发点在于贤才是国家治理

的基石，只有重用贤才，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6]，当贤能之士被任用，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制定出有利于百姓的

政策和措施，则“天下皆地利”。墨子的“尚贤”思想本质上是以维护贫民百姓的利益为核心出发点。在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下层民众开辟了参政的道路和条件，是政治层面利民的有力体现。“尚贤”思想

勇敢地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向传统的世卿世禄制、世袭制发起挑战，使得人才选拔不再取决于

出身，有才德者皆可参与国家治理，这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 
墨子的“尚同”思想，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理念，但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其与以民为本的

紧密联系。在国家与政府尚未建立的远古时期，人们秉持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状态，每个人都以

自身的观念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从根本

上扭转这一局面，确立统一的是非标准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成为当务之急，“尚同”思想应运而生。

墨子的“尚同”思想严谨有序、层层递进，从天子到三公，到诸侯、将军直至乡里之长，最终的目标指向

都是实行良治，从而增进百姓的福祉，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从基层的里长开始，其职责便是整合里内

百姓的想法与意见，使百姓能够齐心协力投入到生产生活之中；乡长则负责统一全乡的意志，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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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的全面发展；依此类推，天子则肩负统一天下思想的重任，以保障整个国家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昌

盛。然而，当天子、诸侯等管理者未能履行自身职责，甚至做出危害百姓利益的行为，百姓可通过合法

的途径进行申诉。这一监督机制犹如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警醒着管理者，确保他们始终将百姓的利益

置于首位，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这种上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保证了百姓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他们

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同时有助于百姓到各级官员都形成崇尚勤劳、善良、互助等统一的价值观。墨子

认为，天下混乱的根源在于人们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和意见，而“尚同”思想就是要通过推选贤能之人来

统一这些标准。这种统一并非强制性的，而是基于“兼爱”的道德理念，即通过共同的道德准则来引导

社会行为，从而减少冲突和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百姓的利益。 

4. “节用”、“节葬”、“非乐”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节用”、“节葬”和“非乐”都是从经济方面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进行规范与引导，其最终目

的都是为了实现“兼爱”的社会理想，可以说，“节用”、“节葬”和“非乐”就是统治者在推行“兼爱”

这一价值观念的同时必然会实施的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改善民生。 
墨子认为，通过“节用”，可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从而为更多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进而促进社会的“兼爱”。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大肆挥霍社会财富，修建豪华宫殿、举办奢华宴

会、穿着华丽服饰，而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沉重的赋税和劳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墨子正是目睹了这一

社会现状，提出了“节用”思想。“节”即“适度”，墨子认为衣食住行的用度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

度，为政者和贵族的衣着不必追求锦绣文采和金钩玉佩，“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就足够了，饮食不必追

求五味之调和芬芳之和，住所足以避润湿、御风寒，不过分追求奢华，车不画文彩，舟不雕刻，轻巧便利

就行，如此，“用材不费，民德不劳”，则“兴利多矣”。墨子在《节用》中假借古代“圣王”名义托出

“节用之法”，指出倘若为政者做到“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使百姓有更

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生产活动中；避免因奢靡浪费而导致资源短缺，让有限的资源能惠及更广大的民

众，保障百姓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则会同古代圣人一样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从而才能稳固统

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墨子的“节用”思想不仅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还将

“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其根本出发点，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

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7]。 
墨子的“节用”思想不仅涉及百姓生产生活，还延伸至人的身后事，即“节葬”[8]，“节葬”是“节

用”思想在丧葬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墨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及统治贵族不仅陪葬物资丰厚，还杀人陪

葬，这种厚葬方式不仅野蛮残酷，而且使贫民百姓日用不足加之朝不保夕。此外，在《节用》篇中，墨子

深刻剖析了厚葬久丧之风的弊端。他认为，厚葬之举将大量有用的财富深埋于地下，致使社会资源被无

端浪费；服丧期之长，“使民破产，使国贫弱”，造成家族衰败和社会混乱，久之“国家必贫，人民必

寡，刑政必乱”。为此，墨子提出“棺三寸，衣三领”的丧葬标准，掘地不深、不造坟丘，以节省财力、

人力和土地，认为只要心里一直哀念亲人，就是尽孝，这样既不损害生者和死者的利益，又能表达对逝

者的哀思，同时又不会对生者的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当时，丧葬规格成为区分阶层的显著标志，贵

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严重，而墨子主张“节葬”，倡导不论身份地位

高低，一律遵循简单的丧葬礼仪，这一主张与“兼爱”思想紧密相连，因为“兼爱”要求人们平等相待，

而厚葬和久丧则加剧了贫富差距，违背了“兼爱”的公平原则。通过“节葬”，可以将资源用于改善民

生，从而更好地实现“兼爱”所倡导的社会和谐，同时试图打破因丧葬而产生的阶层鸿沟，让平民百姓

也能在丧葬礼仪中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平等对待，切实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百姓无需再为了丧葬而倾

家荡产，这无疑是对民众生存权的尊重与有力保障，使人们把注意力从丧葬形式转移到对生者的关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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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注上，更加关注的是生者利益，体现人文关怀。 
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其“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的延伸，最终目的是教导王公贵族不要沉

溺享乐，将资源和时间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优先考虑贫民百姓的衣食温饱，从而更好地实现“兼

爱”的目标。墨子认为，除了战争威胁人们的生命之外，礼崩乐坏带来的铺张浪费诱使人们追求享乐和

私欲，从而妨碍治理政务与生产生活等危害，是造成人民生活困顿、不堪重负的罪魁祸首[9]。正如《墨

子・非乐上》所记载：“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

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10]。这句话清晰地揭示了制造乐器的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向底层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对于那些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甚至常常衣不蔽体的普通民众而

言，这些为了统治阶层享乐而产生的开支无疑是他们肩头难以承受的沉重枷锁。“与君子听之，废君子

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11]，无论是高居庙堂之上的贵族阶层，还是身处底层的普通百姓，

都因过度沉迷于乐舞而荒废政务和耽误农作，这些都对社会的整体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极为不利。百姓

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事之中，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无法按照正常的节奏进行，影响粮食收成。而

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直接威胁到了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墨子“非乐”思想核心目的就是希望

统治者能够摒弃这类毫无必要的奢靡消费，让百姓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中休养生息，减少百姓负

担，达到百姓生活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状态。 

5. “天志”“明鬼”“非命”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墨子提出了“天志”，“明鬼”而又主张“非命”。看似矛盾，其实是为诱导人们践行兼爱而构建的

威慑机制。“天志”与“明鬼”从外部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了道德底线，促使人们不敢违背兼爱之道；而

“非命”则从内在的激励层面，赋予人们践行兼爱的动力与勇气，让人们相信自身的努力能够打破命运

的枷锁，构建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社会。 
墨子希望统治者能够“兴天下之利”，普通百姓能够达到“兼相爱，交相利”，从而共同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但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也看到了统治者的懈怠与沉迷安乐造成“为臣则不忠，

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的局面[12]，为此，墨子提出“天志”思想，通过

借助天的主宰性和人格性来达到“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指出天是主宰之天，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能够遵循因果循环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天子的行为进行赏罚。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天子的绝对权力，防止其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它时刻提醒着统治者，要将百姓的利益作为一切政策

与行动的出发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杜绝奢侈浪费的行为，将有限的资源切实投入到改善百姓生活中，

施行仁政，只有这样才符合天意，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墨子借用“天志”来达到“兼爱”目

的，指出“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坚信天希望人们彼此关爱、相互扶持[13]，
坚决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与压迫，其目的在于打破阶层、贫富、贵贱之间的森严壁垒，让每一个人，

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与真诚的关爱。虽然墨子消解了天的神圣性和超越性并赋予天政治

化功能，强调天具有人格意志和赏罚能力，但墨子借助天之力使统治者施行仁义政治以减少战乱和人民

的负担，为统治者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为社会构建了理想的道德规范，体现了公道伦理和爱民护民

的墨子精神。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明鬼”是传达“天志”思想的途径和手段，其最终目的都是推行“兼爱”学

说，从而惩恶扬善，稳定社会。“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在墨子的思想中鬼神的存在是约束

人们道德行为的强大力量，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一旦做出不义之举，都无法

逃脱鬼神的监察与惩处。有了的鬼神的监督，统治者和封建贵族的行为就会遵守道德规范，这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民众的基本权益。同时，墨子认为，当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相信鬼神的存在，并坚信其赏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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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便在他们心中悄然形成，无论是邻里之间的相处，还是商业往来中的交易，

人们都会因畏惧鬼神的责罚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不敢轻易作恶。如此一来，欺诈、暴力等不良行为大

幅减少，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百姓能够在相对和谐安宁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保障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基本

诉求。此外，墨子的“明鬼”思想也侧面体现出人皆天臣，人人平等的理念，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祭祀

天鬼是统治者的特权，而墨子的“明鬼”思想则打破了这个特权，指出“亦有人死而鬼者”，人们祭祀鬼

神可能祭祀的也是自己的父母兄弟，通过祭祀让他们一起来共食，这“岂非天下利事也哉”。墨子借鬼

神来启发孝亲，启发尽人事，启发敬畏之心，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向善，从精神层面关注民众的利

益。 
墨子虽深信天志的存在，对鬼神怀着敬畏与尊崇之心，但他却否定“命定论”。在墨子生活的时代，

统治者自身懈怠并贪图享乐，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有意利用“命定论”这一思想工具来麻痹民众，使所

谓的“命定论”盛行。“命定论”指人们普遍笃信个人的命运轨迹和国家的兴衰荣辱皆由上天预先注定，

人力在天命面前渺小而无力，难以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种观念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了民众的思想和

行动，使民众在困境面前逐渐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墨子深刻洞察并坚决反对“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

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的观念，倘若统治者也沉迷于“命定论”，就极易滋生懈怠心

理，放弃自身的责任与努力，进而导致政治腐败丛生、社会秩序混乱，最终承受恶果的必然是广大普通

百姓；倘若普通百姓也坚信“命定论”，则终生处于社会底层，无法有机会发挥才能施展抱负。因而，所

谓的“命”是不存在的，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治乱兴衰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即“贫与富、贵与贱、寿

与夭，都非命所定，可以人力变更”[14]。墨子提出“非命”极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肯定人为的

重要作用，他所提倡的“强力而为”“竭力从事”，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要求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

运，打破了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这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了上升通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凭借自身奋

斗改变命运，体现了朴素的社会公平观念，激励人们积极进取，重视民生福祉。 

6. 结语 

墨子的民本思想将民生疾苦置于天道秩序的核心，用“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构建起一个以

人民福祉为根基的理想社会图景，即使在今天，墨子的民本思想在现代治理体系中依然具有深远的学术

价值。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主张“视人如己”的平等之爱，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逻辑，这与当今社会

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谋而合；“尚贤尚同”思想倡导“能者居之”的理念与当代人才强国战略

形成呼应，对于现代人才治理和政治共识建构具有借鉴意义；“节用节葬非乐”观点与现代治理中的绿

色发展、循环经济理念高度一致，强调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天志”与“明鬼”观念虽然带有

宗教色彩，但其背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可转化为现代治理中对法治权威的尊重以及对规则的严

格遵守；“非命”思想反对宿命论，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这与现代治理鼓励个人奋斗、促进

社会发展的理念相呼应。这些源自战国时期的平民哲学思想，虽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相违背，不能成为

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其蕴含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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